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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背景] 基层疾控人员承担着繁重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易出现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等健康
问题。

[目的] 了解基层疾控人员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现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技术
探讨高危因素组态类型，为有效干预提供基础依据。

[方法] 以河北省县（区）疾控中心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 1 860 名工
作人员为样本，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工作内容量表》《7 项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9 条目
患者健康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fsQCA 3.0 软件，运用 fsQCA 方法分析识别其高危因素组态。

[结果] 基层疾控人员的职业紧张、焦虑、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42.69%、44.25%、47.96%。有婚
史的婚姻状况是基层疾控人员产生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的必要条件（必要性数值分别为
0.911、0.939、0.933）。产生职业紧张的高危因素组态主要表现为“自身提升型”和“疾病负担
型”，产生焦虑的高危因素组态为“疾病负担型”和“经济-疾病负担型”，产生抑郁的高危因素
组态为“疾病负担型”“经济-疾病负担型”和“自身提升型”。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组态总体一
致性分别为 0.941、0.820、0.774。“自身提升型”主要体现了个人在工作要求和晋升方面的压
力；“疾病负担型”反映了慢性疾病会对疾控人员心理状态造成影响；“经济-疾病负担型”不
仅反映了慢性疾病造成的影响，也体现了资金支持对疾控工作人员工作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结论] 河北省基层疾控人员的职业紧张、焦虑、抑郁检出率均较高。基层疾控人员职业紧张、
焦虑、抑郁是多个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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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Grassroot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staff undertake intensive
work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may be susceptible to oc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depression, and other health problems.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grassroots CDC staff, and to identify potential risk factor configurations for oc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using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staff working in county/district-level CDCs in Hebei Province were the target pop-
ulation of the current study.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 860
staff members of the target population. A questionnaire of general situation, Job Content Scale,
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and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were used. Risk
factor  configurations  associated  with  health  outcomes  of  interest  were  identified  by  fsQCA3.0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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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42.69%, 44.25%, and 47.96%, respectively. Marital status
w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oc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grassroots CDC staff (the necessity values were 0.911,
0.939, and 0.933,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risk factor configurations for occupational stress: "self-improvement" and "disease
burden"; the risk factor configurations for anxiety were "disease burden" and "economic-disease burden"; while the risk factor configura-
tions for depression were "disease burden", "economic-disease burden", and "self-improvement". The overall consistency scores of oc-
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0.941, 0.820, and 0.774, respectively. Regarding outstanding components, "self-improve-
ment" included pressure of job requirements and promotion, "disease burden" included impact of chronic illness on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economic-disease burden" included not only impact of chronic illness but also financial support for CDC staff.

[Conclusion] All positive rate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e high among grassroots CDC staff in Hebei Province. Oc-
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grassroots CDC staff are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influencing factors, so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formulated.

Keywords: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aff; oc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depression

  

公共卫生体系中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
疾控中心”）对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
会稳定具有特殊意义和作用。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以
下简称疾控人员）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者
和捍卫者，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因此，建立一支积极
乐观、满意度高、稳定性强的疾控人员队伍，对人民健
康、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目前疾控人
员普遍面临薪酬待遇低、社会地位低、角色模糊、职
称晋升困难的挑战，且存在公众认识不足、行政干预
较多、缺少话语权等问题，导致疾控人员易产生职业
紧张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1]。疾控人员职业紧张、
焦虑、抑郁检出率分别为 22.5%[2]、9.24%、1.85%[3]

，在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心理健康问题更为显著。研
究显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疾控人员职业紧张、
焦虑、抑郁检出率分别达到 77.32%[4]、80.58%、54.37%[5]。

目前，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多采用回归分析等
方法，关注独立影响因素；但心理健康问题影响因素
众多且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独立影响因素并不能真
正框定易感人群。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
tive  Analysis,  QCA）是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 ·拉金
（Charles Ragin）提出的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案例研究
方法，因其可揭示多个影响因素间的复杂组态对结果
的影响[6]

，近年被用于对护士心理弹性[7]、中医师岗位
胜任力[8]、专业社会工作者留职[9]等影响因素综合作
用的探究，且都得出较满意的结果。本研究对河北省
基层疾控人员的职业紧张、焦虑及抑郁现状进行调查，

采用 QCA 方法分析其高危因素组态，为靶向干预提供
目标，为科学防治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 2021 年 4 月，抽

取河北省县（区）疾控中心在职工作人员。本研究已获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 [ 编号：
IRB（S）2020-015]。调查者均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
 1.2    样本量及抽样方法

县（区）疾控人员样本量计算：参考关于疾控人员
职业紧张的文献[2]

，拟定县（区）疾控人员职业紧张检
出率 P 为 22.5%，设定容许误差 d=0.1P，α=0.05，利用
PASS 15 得出样本例数为 1 366。假定研究对象的无应
答率为 10%、问卷不合格率为 10%，则需样本量 n=
1 366÷（1−10%）÷（1−10%）=1 687。

河北省有 172 个县（区）疾控中心，共 6 842 名在
职工作人员（辛集、定州为省直管县，未纳入）。本研究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按市分层，随机抽取县
（区）疾控中心，整群抽取其工作人员。每个市抽取的
样本数需达到该市的县（区）疾控人员总数的 24.66%
（权重 W=1 687÷6 842=0.246 6）。在实际抽取样本时考
虑整群抽样误差等，在能力范围内适当扩大样本量，

最终共抽取 41 个县（区）疾控中心 2 018 名疾控人员。
 1.3    调查工具
 1.3.1   一般情况调查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研究对
象的一般情况，包括年龄、工龄等人口学特征，职称、
个人月均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工作相关信息，慢
性病患病情况等身体健康状况。
 1.3.2   职业紧张调查　采用由美国学者 Karasek 等[10]

编制，杨文杰等[11]翻译、修订的中文版《工作要求-自
主量表》（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 JCQ），其认为职
业紧张来源于工作要求与个人自主之间的不平衡。本
次调查采用该量表工作要求、自主程度 2 个维度，共
14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完全不同意为 1 分，

完全同意为 4 分。以工作要求均分/自主程度均分对
职业紧张程度进行分级，比值 > 1 者判定为工作要求-
自主型职业紧张，比值越高职业紧张程度越高。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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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该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2。
 1.3.3   焦虑调查　采用 Spitzer 等[12]编制的《7 项广泛
性焦虑障碍量表》（7-item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调查研究对象焦虑水平。该量表由 7 个
条目组成，以了解测试者在过去 2 周内有多少时间受
到困扰（包括 7 个方面）。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没有=
0 分，有几天=1 分，有一半以上时间=2 分，几乎每天都
有=3 分。各条目分值相加即得总分，总分 0~21 分。总
分≤4 分为无焦虑，5~9 分为轻度焦虑，10~14 分为中
度焦虑，≥15 分为重度焦虑。本研究依据分值采用二
分类判定是否存在焦虑：≤4 分为无焦虑症状，≥5 分
为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症状。本研究中该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3。
 1.3.4   抑郁调查　采用由哥伦比亚大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根据抑郁症诊断标准制定《9 条目患者健康问卷》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调查研究对象
抑郁水平。该量表由 9 个条目组成，有情感和躯体抑
郁 2 个维度。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没有=0 分，有几天=
1 分，有一半以上时间=2 分，几乎每天都有=3 分。各条
目分值相加即得总分，总分 0~27 分。总分≤4 分为无
抑郁，5~9 分为轻度抑郁，10~14 分为中度抑郁，15~19
分为中重度抑郁，≥20 分为重度抑郁。本研究依据分
值采用二分类判定是否存在抑郁：≤4 分为无抑郁症
状，≥5 分为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本研究中该量表信
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7。
 1.4    质量控制

本研究采用纸质问卷调查，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
发放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解释调查目的、
意义及填写方法。回收后及时审核，检查所填量表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剔除存在逻辑错误和填写完整率低
于 80%的不合格问卷，问卷完整度达到 80%以上者，缺
失项用所有被试者在该项得分的均值进行替换。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双录入建立数据库。
 1.5    QCA

传统回归分析通常用于研究排除他因设定的控
制变量后，单个变量（或某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对结
果产生的影响，且通常认为“若 X→Y，则~X→~Y”。然而
特定结果的发生往往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
关注单因素的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QCA
把影响因素视作条件变量不同方式的组合（组态），用
条件组态取代自变量、组态思想代替单一影响因素思
想，探究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问题，且认为导致“Y”和“~
Y”的组态所包含的变量及变量的水平未必相同（因果

非对称性）[13–14]。QCA 能够捕捉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可
替代、可空缺等，还可以区分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根
据校准方式的不同，QCA 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多值集定性
比较分析（mvQCA）。
 1.6    统计学分析

由于 fsQCA 使用连续值可以保留数据（如：年龄）

的更多详细信息，本研究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的组态
分析采用 fsQCA，步骤如下：①变量的赋值和校准。根
据单变量分析组间差异最大化，结合考虑实际意义，

将各变量和结果的原始数据校准为相应的模糊集值。
②单个变量的必要性分析。必要性数值大于 0.9[15]

，即
认为该变量是结果的必要条件（是导致结果发生必须
存在的条件，但它的存在并不保证结果发生），且是组
态中核心条件的组成成分之一。③组态分析与选择。
结合文献报道与单因素分析结果，选择对结果有影响
的变量纳入组态分析中，同时纳入必要条件，分析得
出所有可能的变量组合即组态，通过调整案例阈值和
一致性阈值选择最适组态。案例阈值由研究者自行设
置 [ 如果能够反映某变量组态与结果关系（隶属度大
于 0.5）的案例数大于所设置的阈值，则说明该组态与
结果相关[16]]，本研究设定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的案
例阈值为 5。一致性指组态对结果影响路径的稳定
性[17]

，阈值设定为 0.75[15]。④组态解释。组态包含核心
条件和边缘条件，核心条件指对结果产生主要影响的
变量，边缘条件指起辅助作用的变量。结果评价指标
为一致性（指某一组态出现特定结果的案例比例，即某
一组态产生该结果的充分性）和覆盖率（fsQCA 中覆盖
率指组态对结果解释的程度）。

χϤ
QCA 采 用 fsQCA3.0 软 件 进 行 分 析 。 计 数 资

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进
行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法）。检验水准 α=
0.05。

 2    结果
 2.1    基本特征分析

共发放问卷 2 018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860 份，有
效回收率为 92.17%。全省县（区）抽取的 1 860 名基层
疾控人员中，男性 645 人 （34.68%），女性 1 215 人
（65.32%）。平均年龄（40.70±8.94）岁。职业紧张检出率
为 42.69%（794/1 860），焦虑检出率为 44.25%（823/
1 860），抑郁检出率为 47.96%（892/1 860），焦虑和抑郁
共同检出率为 36.99%（688/1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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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不同特征基层疾控人员职业紧张、焦虑及抑郁
检出率分析

职业紧张检出率在不同年龄、工龄、合同性质、
个人月均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慢性疾病患病情况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焦虑检出率在不同
年龄、文化程度、工龄、家庭人均月收入、慢性疾病患
病情况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抑郁检出率
在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工龄、家庭人均月
收入、慢性疾病患病情况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2.3    基层疾控人员职业紧张、焦虑、抑郁影响因素
的 fsQCA
 2.3.1   变量校准及必要性分析　本研究结合专家意见
和机械校准原则对变量编码赋值，此外综合考虑单因
素分析中各变量组间检出率差异最大化原则，进行变
量赋值。其中，年龄按照百分位数 5%、50%、95%，即
26 岁、40 岁、56 岁，进行校准赋值，以 50%位点（40 岁）

为界限进行必要性分析。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的必
要条件分析中，婚姻状况的必要性数值均大于 0.9，因
此职业紧张、焦虑、抑郁产生的必要条件皆为有婚史
的婚姻状况。见表 2。
 2.3.2   组态分析　以职业紧张、焦虑、抑郁作为结果
变量。本研究本着组态一致性良好、结果专业性解释
度良好的策略，选择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为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职称、工龄、家庭人均月收入、慢性疾
病患病情况；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为年龄、婚姻状

 

表 1   河北省基层疾控人员职业紧张、焦虑、抑郁情况
 （n=1 860） 

Table 1    Positive rate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and de-
pression among grassroots CDC staff (n=1 860)

 

基本特征 分组 n(构成比/%)
职业紧张 焦虑 抑郁

n(检出率/%) n(检出率/%) n(检出率/%)

性别 男 645(34.68) 257(39.84) 267(41.40) 293(45.43)

女 1 215(65.32) 537(44.20) 556(45.76) 599(49.30)

P 0.071 0.071 0.111

年龄/岁 18~ 214(11.51) 84(39.25)ab 94(43.93)b 96(44.86)ab

30~ 652(35.05) 306(46.93)b 320(49.08)b 339(51.99)b

40~ 659(35.43) 290(44.01)b 295(44.76)b 330(50.08)b

50~ 335(18.01) 114(34.03)a 114(34.03)a 127(37.91)a

P 0.001 <0.001 <0.001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235(12.63) 92(39.15) 91(38.72)a 99(42.13)a

大专 918(49.35) 388(42.27) 381(41.50)a 408(44.44)a

本科 698(37.53) 309(44.27) 348(49.86)b 381(54.58)b

硕士及以上 9(0.48) 5(55.56) 3(33.33)ab 4(44.44)ab

P 0.459 0.002 <0.001

婚姻状况 未婚 152(8.17) 52(34.21) 50(32.89) 60(39.47)

已婚同居 1 595(85.75) 688(43.13) 718(45.02) 765(47.96)

已婚分居 27(1.45) 14(51.85) 15(55.56) 18(66.67)

离婚 60(3.23) 25(41.67) 26(43.33) 33(55.00)

再婚 18(0.97) 11(61.11) 10(55.56) 12(66.67)

丧偶 8(0.43) 4(50.00) 4(50.00) 4(50.00)

P 0.145 0.056 0.036

专业类别 医师 606(32.58) 246(40.59) 269(44.39) 295(48.68)

护师＋药师 250(13.44) 120(48.00) 118(47.20) 128(51.20)

技师 330(17.74) 124(37.58) 150(45.45) 161(48.79)

政工 41(2.20) 24(58.54) 21(51.22) 25(60.98)

技工 183(9.84) 90(49.18) 82(44.81) 91(49.73)

其他 450(24.19) 190(42.22) 183(40.67) 192(42.67)

P 0.011 0.514 0.097

职称 无 509(27.37) 221(43.42) 211(41.45) 232(45.58)

初级 654(35.16) 295(45.11) 314(48.01) 337(51.53)

中级 517(27.80) 211(40.81) 223(43.13) 246(47.58)

副高级 137(7.37) 46(33.58) 60(43.80) 60(43.80)

高级 43(2.31) 21(48.84) 15(34.88) 17(39.53)

P 0.102 0.127 0.153

续表 1

基本特征 分组 n(构成比/%)
职业紧张 焦虑 抑郁

n(检出率/%) n(检出率/%) n(检出率/%)

工龄/年 <1 86(4.62) 27(31.40)ab 28(32.56)a 32(37.21)a

1~ 158(8.49) 65(41.14)ab 66(41.77)ab 71(44.94)ab

6~ 273(14.68) 131(47.99)ab 141(51.65)b 152(55.68)b

11~ 557(29.95) 263(47.22)b 269(48.29)ab 283(50.81)ab

≥20 786(42.26) 308(39.19)a 319(40.59)a 354(45.04)a

P 0.003 0.001 0.004

合同性质 事业编制 1 396(75.05) 561(40.19)a 617(44.20) 679(48.64)

长期合同工 156(8.39) 88(56.41)b 80(51.28) 79(50.64)

临时工 195(10.48) 87(44.62)ab 85(43.59) 89(45.64)

劳务派遣 113(6.08) 58(51.33)ab 41(36.28) 45(39.82)

P <0.001 0.108 0.248

个人月收入/元 <2 000 208(11.18) 105(50.48)a 92(44.23) 102(49.04)

2 000~ 1 091(58.66) 491(45.00)a 507(46.47) 537(49.22)

4 000~ 511(27.47) 180(35.23)b 207(40.51) 235(45.99)

≥6 000 50(2.69) 18(36.00)ab 17(34.00) 18(36.00)

P <0.001 0.065 0.216

家庭人均
月收入/元 <2 000 268(14.41) 147(54.85)a 146(54.48)a 154(57.46)a

2 000~ 823(44.25) 364(44.23)b 367(44.59)b 397(48.24)ab

4 000~ 420(22.58) 154(36.67)b 166(39.52)b 187(44.52)b

6 000~ 186(10.00) 66(35.48)b 78(41.94)ab 83(44.62)ab

≥8 000 163(8.76) 63(38.65)b 66(40.49)b 71(43.56)ab

P <0.001 0.002 0.008

慢性疾病
患病情况 未患病 1 172(63.01) 465(39.68) 426(36.35) 456(38.91)

患病 688(36.99) 329(47.82) 397(57.70) 436(63.37)

　 P 　 0.001 <0.001 <0.001

[ 注 ] 不同字母标记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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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文化程度、职称、工龄、家庭人均月收入、慢性疾
病患病情况。见表 3。

（1）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基层疾控人
员产生职业紧张有 3 个组态，总体一致性是 0.941，将
其归纳为两种类型：①自身提升型。该类型为组态 1、

2，组态 1 核心条件为男性、未婚、工龄 5 年以上，边缘
条件为 40 岁以下、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 元、未患
慢性疾病；组态 2 核心条件为男性、有婚史、工龄 5
年及以下、初级及以上职称、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
元、未患慢性疾病，边缘条件为 40 岁以下。组态 1、2
中职称为可替代条件，且其共同条件为男性、40 岁以
下、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 元、未患慢性疾病。②疾
病负担型。该类型为组态 3，核心条件为女性、有婚史、
初级及以上职称、工龄 5 年及以下、患有慢性疾病，边
缘条件为 40 岁以下、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 元。

（2）焦虑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基层疾控人员产
生焦虑有 4 个组态，总体一致性是 0.820，将其归纳为
两种类型：①疾病负担型。该类型包括组态 1，核心条
件为本科及以上、工龄 5 年及以下、患有慢性疾病，边
缘条件为 40 岁以下、有婚史、初级及以上职称、家庭
人均月收入≥2 000 元。②经济-疾病负担型。该类型为
组态 2~4，组态 2 核心条件为本科及以上、无职称、家
庭人均月收入 < 2 000 元、患有慢性疾病，边缘条件为
40 岁以下、有婚史、工龄 5 年以上。组态 3 核心条件
为 40 岁以下、本科以下、初级及以上职称、家庭人均
月收入 < 2 000 元、患有慢性疾病，边缘条件为有婚史、
工龄 5 年以上。组态 4 核心条件为 26 岁以上、本科及
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 < 2 000 元、患有慢性疾病，边
缘条件为有婚史、初级及以上职称、工龄 5 年以上。
组态 2~4 共同核心条件为：家庭人均月收入 < 2 000 元、
患有慢性疾病，共同边缘条件为：有婚史、工龄 5 年以上。

 

表 2   原始变量赋值表及必要性分析
Table 2    Original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necessity analysis

 

变量类型 变量分类 赋值
必要性数值

职业紧张 焦虑 抑郁
年龄 26岁~ 0.05 0.499 0.516 0.506 

　 40岁~ 0.50a

　 56岁~ 0.95 0.501 0.484 0.494 

性别 男 0      0.358 0.324 0.328 

　 女 1      0.642 0.676 0.672 

文化程度 本科以下 0      0.617 0.574 0.568 

　 本科及以上 1      0.383 0.426 0.433 

婚姻状况 未婚 0      0.089 0.061 0.067 

　 有婚史b 1      0.911* 0.939* 0.933*

职称 无 0      0.283 0.256 0.260 

　 初级及以上 1      0.717 0.744 0.740 

工龄 5年及以下 0      0.135 0.114 0.115 

　 5年以上 1      0.865 0.886 0.885 

合同性质 事业编 1      0.753 0.750 0.761 

　 其他 0      0.247 0.250 0.239 

个人月均收入 <4 000元 1      0.725 0.728 0.716 

　 ≥4 000元 0      0.275 0.272 0.284 

家庭人均月收入 <2000元 1      0.140 0.177 0.173 

　 ≥2000元 0      0.860 0.823 0.827 

慢性疾病患病情况 否 0      0.622 0.518 0.511 

　 是 1      0.378 0.482 0.489 

[ 注 ] a：校准后在 fsQCA 软件程序中将 0.5 的值输入为 0.499。b：包括
已婚同居、已婚分居、离婚、再婚、丧偶。*：必要性数值大于 0.9。

 

表 3   河北省基层疾控人员职业紧张、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组态
Table 3    Configuration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occupational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grassroots CDC staff

 

相关变量
职业紧张 焦虑 抑郁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年龄 ○ ○ ○ ○ ○ 〇 ⚫ 〇 ○ ○

性别/文化程度 〇 〇 ⚫ ⚫ ⚫ 〇 ⚫ ⚫ ⚫ 〇 ⚫
婚姻状况 〇 ⚫ ⚫ • • • • • • • 〇

职称 ⚫ ⚫ • 〇 ⚫ • ⚫ ⚫ ○

工龄 ⚫ 〇 〇 〇 • • • ⚫ • • ⚫
家庭人均月收入 ○ 〇 ○ ○ ⚫ ⚫ ⚫ ⚫ ⚫ ○

是否患病 ○ 〇 ⚫ ⚫ ⚫ ⚫ ⚫ ⚫ ⚫ ⚫ ○

覆盖率 0.007 0.005 0.007 0.006 0.006 0.019 0.013 0.074 0.018 0.049 0.005
净覆盖率 0.007 0.005 0.007 0.006 0.006 0.019 0.013 0.061 0.004 0.049 0.005
一致性 0.859 1.000 1.000 0.863 1.000 0.793 0.777 0.761 0.789 0.786 0.841
总覆盖率 0.019 0.044 0.133
总一致性 0.941 0.820 0.774

[ 注 ] 大圈代表核心条件，小圈代表边缘条件；实心圈代表该条件赋值为 1 结果出现，空心圈代表该条件赋值为 0 结果出现。空白代表条件出现与
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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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基层疾控人员产
生抑郁有 4 个组态，总体一致性是 0.774，将其归纳为
三种类型：①疾病负担型。该类型为组态 1，核心条件
为 56 岁以下、本科及以上、初级及以上职称、工龄 5
年以上、患有慢性疾病，边缘条件为有婚史。②经济-
疾病负担型。该类型为组态 2、3：组态 2 核心条件为
本科及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 < 2 000 元、患有慢性疾
病，边缘条件为 56 岁以下、有婚史、工龄 5 年以上；
组态 3 核心条件为本科以下、初级及以上职称、家庭
人均月收入 < 2 000 元、患有慢性疾病，边缘条件为有
婚史、工龄 5 年以上。组态 2、3 中年龄与职称存在可
替代关系，且其共同核心条件为：家庭人均月收入 < 2 000
元、患有慢性疾病，共同边缘条件为：有婚史、工龄 5
年以上。③自身提升型。该类型为组态 4，核心条件为
本科及以上、未婚、工龄 5 年以上，边缘条件为 40 岁
以下、无职称、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 元、未患慢性
疾病。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 2021 年河北省基层疾控人员职业紧

张检出率（42.69%）高于 2018 年北京（22.5%）[2]和 2020
年江苏省（31.0%）疾控人员[18]

，其焦虑和抑郁的检出率
（44.25%、47.96%）远高于 2010 年基层公共卫生人员
（9.24%、1.85%）[3]

，也高于新冠疫情期间天津基层疾控
人员（33.87%、38.88%）[19]和安徽省不同级别疾控人员
（21.9%、34.5%）[20]。研究显示，新冠疫情背景下疾控人
员职业紧张和焦虑检出率均增加，上海市浦东新区疾
控人员在 2020 年 2 月和 4 月职业紧张与焦虑检出率
分别为 34.20%、50.93%与 70.63%、77.32%[4]。本次调
查结果推测与新冠疫情期间基层疾控人员承担超负
荷疫情防控任务而导致作息不规律、工作压力大等有
一定关系；另外，2021 年 3 月底河北全省范围内启动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也可能加重了基层疾控人员的工
作负荷，导致了该人群职业紧张、焦虑、抑郁检出率均
较高。

本研究 QCA 分析结果显示，基层疾控人员的职业
紧张、焦虑、抑郁主要存在“自身提升型”“疾病负担型”
“经济-疾病负担型”三种组态类型的影响，表明除个人
知识和技能等能力提升的影响外，河北基层疾控人员
收入水平低，慢病患病率高（36.99%）也是引起职业紧
张、焦虑、抑郁检出率偏高的重要原因。此外，有
36.99%基层疾控人员同时发生焦虑和抑郁，研究认为
焦虑与抑郁常常形成共患病[21–23]

，而且往往比单独焦

虑或者抑郁更加严重且病程迁延[24]
，应重点关注此类

人员。
影响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的因素具有复杂性，结

果的产生并非单方面的原因，本研究是将 QCA 这一组
态思维方法运用到探索疾控人员职业紧张、焦虑、抑
郁状况影响因素的一次尝试。提出“自身提升型”“疾病
负担型”“经济-疾病负担型”这三种导致职业紧张、焦
虑、抑郁出现的组态类型，组态一致性良好，均在 0.75
以上。“自身提升型”主要体现在基层疾控人员的职业
紧张和抑郁中，结合文献报道疾控人员职业紧张类型
主要为工作要求-自主型[2]

，本研究中职业紧张人员基
本特征是男性、40 岁以下、家庭人均月收入≥2 000 元、
未患慢性疾病，抑郁人员基本特征是本科及以上、未
婚、工龄 5 年以上。该类型疾控人员往往是基层疾控
中心的中坚力量甚至主导力量，承担着更加繁重的工
作任务和晋升压力，要求不断学习新知识和技能，会
导致出现职业紧张和抑郁。“疾病负担型”在基层疾控
人员的职业紧张、焦虑、抑郁中均有体现。主要特征
是患有慢性疾病。患有慢性疾病的员工需要长期忍受
疾病带来的疼痛等躯体不适的症状，躯体健康与心理
健康密切相关[25]

，躯体不适易影响工作状态；另外需
要按时服药，担心疾病并发症等原因也会造成焦虑、
抑郁、消极情绪的产生。韩国一项基于 470 万成年人
的纵向研究表明，慢性病是重度抑郁症的危险因素[26]。
“经济-疾病负担型”体现在基层疾控人员的焦虑和抑
郁中。主要特征为家庭人均月收入 < 2 000 元、患有慢
性疾病、有婚史、工龄 5 年以上。除上述疾病带来的
负担外，这与家庭经济压力也有关，有婚史组建家庭
者，往往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局面，在子女花销、
生活开销、工作交际等方面都需要资金支持。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QCA 在数据校准方
面分类精简，可能在疾控人员条件的定位方面不够精
准；②结果覆盖率不高，即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的发
生可能仍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在今后研究中将做进
一步探索。

综上，河北省基层疾控人员的职业紧张、焦虑、抑
郁检出率均较高。基层疾控人员职业紧张、焦虑、抑
郁是多个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筛选出了
实际情况下职业紧张、焦虑、抑郁的高危人群，为后续
干预框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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